约翰..纳什在北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美] 李学数
纯粹的数学是美丽的。-------约翰.纳什(John Nash)
从统计学看来，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都不可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约翰.纳什(John Nash) 《诺贝尔奖得主自传》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 Nash Jr.)的个人经历拍摄的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摘取第74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女配角等其他三个奖项后，纳什也变成了中国家傳户曉的人物。
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让中国人体会到了数学科学带来的激情。 他们的出现使得科普著作《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和科学家传记《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的销量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市场营销类图书，及关于商界、演艺界和体育界明星的畅销图书。

两年前中国曾出版过纳什传记《普林斯顿的幽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中文版，一直备受冷落。最近，这本传记根据电影《美丽心灵》改名，重新设计装帧，还添加了一个醒目的腰封，面世后果然反响不凡，销量大增。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梓坤教授 给我的见面礼物就是厚厚两本纳什传记------《美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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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观看拍摄电影《美丽心灵》和主角在一起
纳什(6.13.1928---    ) 自幼个性孤僻，不善于与人交往。他宁愿看书也不愿出去和同龄的孩子玩耍。为了让他学会社交，身为拉丁语教师的母亲让他在放学后再去上舞蹈班，可他宁愿抱着椅子跳舞，也不愿意邀请女孩跳舞。

纳什小时候的数学成绩并不出色。13岁时，纳什阅读了一本关于数学家的书。这是纳什第一次真正接触数学，第一次领略到数学的神秘和美丽。从这以后，纳什的数学就突飞猛进, 老师往往要演算一黑板才能解决的难题，他只用几个简单漂亮的步骤就把问题解决了。

中学毕业后，纳什获得了西屋中学生奖学金进入匹兹堡的卡耐基技术学院（现为卡耐基－梅隆大学）化学工程系，但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远远超过工程，教授建议他改上数学系。

卡内基工学院的老教授达芬（R.J.Duffin）在他的推荐信中只有一行字：“此人是个天才。”(This man is a genius )1948年，大学三年级的纳什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和密执安大学同时录取, 当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觉察到纳什的犹豫时，就立即写信敦促他选择普林斯顿，这促使他接受了一份1150美元的奖学金。莱夫谢茨的名言是：“我们喜欢搜罗那些前途远大并虚心好学的年轻人才。”从卡耐基毕业后，纳什进入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

在普林斯顿，英俊和有着英国贵族般气质的纳什被人看成一个坏蛋和天才的混合体。
纳什在普林斯顿开始接触到了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博弈论(Game Theory),他大胆地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Nash equilibrium),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纳什曾在冯·诺伊曼的办公室里和他讨论“纳什均衡”的问题，但冯·诺伊曼却说：“这很明显只是个不动点定理。”数学系的高年级同学盖尔(Dwied Gale)看出了纳什观点的意义，他建议纳什将观点写入论文并推荐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并为此起草了给国家科学院的备忘录。莱夫谢茨立即将这份备忘录递交科学院，纳什的论文在刊登在11月的期刊上。盖尔后来说：“我那时候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博士学位的论文，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它会成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奖作品。”1949年，纳什以论文“非合作游戏”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那一年他才21岁。

1950至1953年间，纳什发表了四篇对博弈论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均衡－纳什均衡的存在, 被爱因斯坦(A. Einstein)、冯·诺伊曼等世界级大科学家看好。纳什引入了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的区别，并成功地开启了将博弈理论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进化生物学的大门。由于在博弈论、微分几何、代数几何和非线性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风华正茂的纳什被《财富》(Fortune)杂志推举为同时活跃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领域的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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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的纳什和妻子艾里西亚(Alicia)
纳什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穆尔讲师时只有23岁，但他非常厌倦教学工作，因为这与他的研究有冲突，他曾让学生们相互给对方打分，这样他就不必为此劳神。1957年2月，纳什和美丽高雅的艾利西亚在华盛顿特区结婚，然而纳什却在三十岁时不幸患上了妄想性精神病(paranoid schizophrenia) 。由于经常发病，纳什被迫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他没有再发表论文，也没有学术职务, 变成了普林斯顿幽灵。1960年后，纳什开始在普林斯顿游荡，艾利西亚觉得让丈夫置身于数学家中也许会受益，她将婴儿留给自己的母亲照料，自己则照顾纳什。纳什在妻子艾里西亚(Alicia) 的精心照料下, 30年后又恢复了健康。

70 年代初,我在法国和菲尔兹奖获得者阿历山大.格罗丁迪克教授 (Alexandre Grothendieck1928-- )的指导下学习数学。 从格罗丁迪克教授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纳什的故事， 纳什曾经和太太远赴法国巴黎，躲避所谓苏联共产党人对他的追踪和追捕, 他放弃了美国国籍申请难民保护, 格罗丁迪克教授曾经对纳什夫妇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加以照顾。如果纳什没有古怪的举止和心智狂乱精神不正常,他是有可能获得菲尔兹奖。
    80 年代，我在加州州立大学教书,同事D教授过世,人們丢弃了他办公室的东西, 我捡了两本他的手稿, 骇然发现里面是纳什和D教授研究语言与数学的神秘关联,用统计方法从随机字寻找特殊规律性的问题(在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重现了纳什研究的问题(
今年七月中旬，我去美东纽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组合数学研究中心演讲,见到了久别三十年的老朋友丁教授,丁教授年青时曾被格罗丁迪克教授所迷惑,离开美国去法国,明知他有妻子儿女,却与他同居,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然而，我的老师格罗丁迪克教授却像中国的李叔同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抛弃荣华富贵,抛妻弃子,后成为弘一法师那样，他也放弃了高薪职位和学术领导地位,抛妻弃子, 像苦行僧似的在偏远的山区过着孤独的生活(
丁教授和儿子在法国巴黎生活艰难,在我的劝说下，丁教授回到美国，并幸运的找到 一个心地善良的数学家照顾收留她们母子。这位数学家和我在学术上有亲属关系,他是我的师祖的师兄弟,丁教授的儿子现在已经是博士生(
1959年5月，纳什和艾里西亚唯一的儿子查尔斯出生，当时纳什正在波士顿的麦克利恩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由于纳什的病情反复发作,查尔斯小时候与父亲的分别多于见面。1963年，精疲力竭的艾利西亚和纳什离婚了，她认为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对纳什也许有好处。艾里西亚与纳什离婚后没有再嫁,她以微薄的收入和亲友接济,照料他和儿子。纳什的朋友和同事也竭尽所能帮助纳什， 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 - 1967 )曾从国家科学基金会那里申请6000美元，用于资助纳什, 人們認为:“如果在帮助纳什返回数学领域方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不仅对他，而且对数学都很有好处。”
纳什在妹妹马莎(Martha)家短暂的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们无法融洽相处。1970年的新年之初，马莎将纳什送进了疗养院，两个月后纳什出院，气愤之极的纳什给马莎写了最后一封信，断绝与她的全部联系。
1970年，艾利西亚出于怜悯、忠诚以及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愿意收留他的事实，提出让纳什住在她那里，她照顾纳什，不让他有任何压力。但是，就在这一期间，艾利西亚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才华横溢的查尔斯得了和父亲一样的病，他像父亲那样喜欢下棋，而且获得过学校比赛的冠军,也像父亲那样精通数学,不幸的是,查尔斯在13岁的时候就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最终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无独有偶,查尔斯.纳什在罗格斯大学的数学研究办公室和丁教授相邻,他的性格也像父亲年青时那样有些恃才傲物,他喜欢找丁教授聊天,有时就躺在她的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查尔斯遗传父亲的神经病,但他的疾病比纳什的更加严重，更加需要治疗(
丁教授和老纳什也很熟悉,她说可以带我去普林斯顿拜访他 ( 那天下午,我没有参加会议,花了四个小时和我的儿子念祖一同去普林斯顿。沿路中,丁教授和我们谈及了纳什的一些往事,她说老纳什现在还是很用功,时常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或高等研究中心读书及作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数学资料，每天24小时开放，这里便成为纳什的庇护所( 纳什通常都独自坐在角落里，摊开一堆纸作研究。有一次，纳什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走向墙壁，一次又一次用头撞墙，双目紧闭，握紧拳头，抱怨疾病毁坏了他的创造力。 

那天我们在数学系没有见到老纳什，可是却碰到了老朋友约翰(康威教授(John Conway),他向我们讲述他最近发现一个用圆规和直尺构造正五边形的方法(
我们再去高等研究中心时,遇见了我的老师最优秀的学生比尓(德林(P. Deligne),他也是菲尓兹奖的获得者,现在研究中心当教授。我们也快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垂垂老矣(由于没有见到老纳什,德林便带我们去参观数学研究中心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我的祖师爷的相片挂在墙上(我、儿子和德林教授在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
8年前，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说:“纳什与众不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表彰，生活在真正悲惨的境地中，我们应该尽力将他带到公众面前。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再次受到关注，这在感情上是令人满意的。”

1994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纳什参加了那天举办的一个数学研讨会，他正要离开，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纳什的好友库恩（Harold Kuhn 是1980 von Neumann奖获得者）在门口赶上他，他提议和纳什谈谈，然后一起吃午餐。俩人在一片草地旁的长椅上坐下来，起初略有些驼背的纳什像往常一样并不直视库恩的脸，而是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库恩对纳什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次日早晨你应该在家里接听一个重要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瑞典科学家的行政秘书，他将要告诉你，约翰，你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1994年，纳什在他的66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艾利西亚说纳什是她的“房客”，他们住在一起实际上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关系疏远的人，现在他们已经复婚了。现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纳什研究金作研究。
纳什首次访问中国

8月12日下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来了一脸清瘦，气质忧郁，身材高挑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约翰.纳什。

这是纳什首次访问中国，他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便前往青岛参加在那里举行的“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 2002)的一个卫星会议。纳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除了做报告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他明确表示不希望媒体炒作。纳什多次无情地拒绝媒体记者的采访，拒绝追星族签字的要求。纳什做报告的那晚，无数人疯狂地追逐着他的身影, 媒体的聚光灯一次次对准他。会议落幕后，纳什就迅速地离开会场，只留给大家一个孤独的背影。
8月13日至17日在青岛大学，纳什以特邀报告人的身份做主题发言，探讨他所奠定学根基的博弈论的发展趋势。13日晚上，纳什从青岛大学校长徐建培手上接过了青岛大学名誉教授的证书，以及刻有纳什英文名字的水晶印章。

出于“吝啬”时间的考虑，纳什拒绝了青岛市政府邀请他参加青岛啤酒节开幕式, 尽管艾利西亚认为这不礼貌。

8月19日下午5点，北京机场迎来了神情略显疲惫的纳什夫妇。十来名记者,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章祥荪和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的人员迎接他们。对于记者提出的第一次来中国感受, 纳什归纳为两句话：“我很开心，”“很快乐”。至于他的均衡论，纳什说：“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谈。”艾里西亚说：“我先生将在大会上发言，我们还会登长城、游览颐和园。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8月21日晚上，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纳什面向中国公众做了一个公开报告。可以容纳3000人的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纳什穿着考究的深色西服，系着红白格子的领带，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朝一边梳着, 显得神采奕奕。
在会议室入口处的几十名记者完全把组织者“不许使用闪光灯”的警告置之脑后,他们互相挤来挤去，举着各式各样的相机疯狂地拍照。并把来京后一直不接受采访的纳什围堵了近１０分钟，最后还是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马志明将记者劝走后，纳什才得以解围。 
听众们想目睹纳什的风采, 要不是戴着红色贝雷帽的保安努力维持秩序，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后来纳什干脆在前排座位上坐下来，让人们尽情拍照, 由于不适应闪光灯如此长时间地闪个不停, 纳什一度沮丧地低下了头。
李白说：“自古圣贤皆寂寞。” 纳什甘愿“孤独” 不炒作自己,有着隐藏深沉的力量, 而对围在他身边争取采访的浮躁人們视而不见，表示冷漠, 随行的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格里菲斯(Phillip A. Griffiths )对北京听众对他热情的关注困惑不解，因为在美国，并没有人把他的老同事当成是一位大明星。

大家都想一窥这知名的传奇人物：”我们不懂纳什，他是《美丽心灵》的电影和传记中挑战命运的不屈灵魂的原型, 让我们想一睹真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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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在介绍他最新的成果《通过代理来研究合作中的博弈》时，尽管十分钟前的会场还是一片骚动，但当报告开始时，大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纳什告诉在场的听众，近些年来，他更多地思考着这样一个理念，即把博弈作为重复博弈来研究。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他在1966 年的“科学夏令营”上对博弈论的思考。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纳什一直保持着严肃愁苦的神情没有笑过。他用一种低沉而忧愁的声音说:“代理模型已到了可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研究的程度，但现在还不能对计算结果妄加评论，去年的简单模型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正在考虑一个更复杂的模型，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得到更好的结果。”
    纳什在解释著名的“纳什均衡”是如何建立的理论时，即使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听众也很难完全理解。8时30分，纳什演讲完毕收起幻灯片，说“感谢你们来听演讲”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先前的骚动又出现了，台下很快又挤来挤去了一堆人，他们又在给纳什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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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澳门的一对激动的母女-----澳门大学数学家金小庆和１０岁的女儿金煜准备给纳什献花，但不幸被保安人员挡在了入口处。提问的话筒传到了台下一位穿黑T恤的女士手中，这位显然学过博弈论的女士开始提问专业问题，而纳什则一一的回答她的问题。她提了一个问题，又提第二个，第三个，不肯把话筒交给别人……会场上有人开始鼓倒掌，后来话筒终于交出去了。

金小庆和金煜母女上 台献花，纳什看了她们一眼，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没有立即接受她们的鲜花。母亲下台后，她的女儿则留了下来。小女孩不明白纳什为什么还在在埋头整理自己的演讲稿，这时艾利西亚走上台，接过了鲜花，她使劲嗅了嗅鲜花向大家致谢，以此答谢热情的北京听众对他们的祝福与厚爱。北京的一家媒体第二天以《敞开美丽心灵》为题，报道了“中外听众近3000人蜂拥而至聆听纳什演讲深奥理论”的盛况。
纳什对待学术交流会议的态度却是非常认真严谨的, 专心致志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 每天都是8点钟准时到达会场，从不迟到和早退，心不旁骛地听完每一场报告。
     8月27日，在清华理学院一层大厅，纳什与来自数学系、力学系和经管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场４０分钟对话座谈，容纳30人的清华数学系礼堂小而紧凑，几把椅子排成行，把纳什围在中间。 纳什面无表情，用他低沉有些含糊不清的声音简单地一一作答学生们的合适，或者不合适的问题。
“您能比较一下电影《美丽心灵》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吗？”
纳什自己说：电影是虚构的，放入了一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可现实生活却必须按部就班，它比电影长得多，艰难得多。 
   “作为一个数学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兴趣是成为数学家最重要的因素。”

“您认为自己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

“我认为自己是个解决了经济学问题的数学家。”纳什接着说：“数学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经济学。其实，在经济学论文中应用数学会看上去很美。” 
    “您怎么看数学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学？”
“你所说的是经济学的分支数量经济学。”…… 

“您能预计中国何时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吗？”…… 
纳什还参观了清华大学校园和图书馆, 清华座谈是纳什在北京的最后一站。他们对此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如今，纳什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并重新开始科学研究,。谈起往事，他认为：人生是一种经历，痛苦不仅是挣扎和斗争，也是一种体验。成功与否在很多时候就在于有无坚强的信念，是否会有勇气去付诸行动。
纳什很用功, 74岁时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他说：“从统计学看来，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都不可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尽管纳什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研究纯数学的数学家。他说：“纯粹的数学是美丽的。”
一大批出版社、图书馆、书店纷纷围绕数学家大会抢夺“科普商机” 。在纳什参加中国会议期间，全中国各大书店出现了抢购记述纳什生平的传记《美丽心灵——纳什传》的风潮。但出版此书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上海、长沙等地，相继发现了不法书商盗用出版社名义非法印制的所谓“电影小说版本”《美丽心灵》，并将质量低劣的盗版VCD与盗版书捆绑销售,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反思。

丘成桐这位第一个华裔菲尔兹奖获得者呼吁：全社会应形成一种景仰伟大科学家的风气，这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至关重要。北京发表<<纳什“孤独的背影”告诉我们什么？>>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些唱过几首歌、得了几枚奖牌、获了一次奖的文体影视“明星”，某些有点创造成果的科技“明星”，某些取得一定政绩的政治“明星”，不是马不停蹄地去继续努力，而是急于“表现”自己，热衷于引起“轰动效应”，匆匆忙忙穿梭于媒体和各种社会场合之间。虽然煞是“风光”，但却不是从此“暗淡”下去，就是事业“受阻”。才露“尖尖角”即迫不及待地炒作自己，与纳什等巨星的甘愿“孤独”相比，就更相去甚远了。” 

《中国青年报》 2002年8月22日发表了冯玥的文章<<是什么创造了纳什奇迹?>>, 问如果纳什在中国的 命运会怎样？:” 从纳什的传记来看，他在生病前就不是一个善于为人处世、受大多数人欢迎的人，他有着天才们常有的骄傲、自我中心的毛病。他的同辈人基本认为他不可理喻，他们说他“孤僻，傲慢，无情，幽灵一般，古怪，沉醉于自己的隐秘世界，根本不能理解别人操心的世俗事务”。 
     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华人学者樊明太说，普林斯顿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纳什这样的怪才能在这里得到各方面的关爱。 
     如果纳什生活在某个中国现代大学里，他的命运会怎样？他是否能在学校自由出入，并且能随意使用学校的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甚至还有免费的账号？他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关爱？这种关爱，不仅是人们对他的关心，也包含人们对他的自由的尊重，也就是说他是否能够被免除背后的指指戳戳，悠闲自得地“享受”幽灵般的生活？他的学生是否会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他在黑板上的乱涂乱写会不会因为遭到某个清洁工的抱怨而被禁止？当他受到质疑时，有没有同事勇敢地站出来为他辩护？他是否还要为职称、住房甚至儿女的工作、成长操心？他的成就还能否参加各种学术评奖？如果他一直没有康复呢？” 

我们的民族性对弱小者的漠视和缺乏尊重同情这也是值得注意思考的问题。

纳什带来的激情唤醒中国数学找差距

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结束以后，人们认识到，中国大师级的数学家还是太少，中国数学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应该做些什么。丘成桐说:“我们的科技水平和国外确实有一段距离，数学也比较落后，对世界影响不大。中国数学离世界一流水平差得还很远。”
不少专家都提到了阻碍中国数学发展的几个原因：中国的数学教学体系限制了学生们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科研体制的重量轻质，急功近利；数学科研人员待遇偏低，吸引不了人才等等。中国数学的这种尴尬只是基础科学研究现状的一个缩影。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连续4年空缺，反映了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水平还处于较低层面。
   9月2日人民网发表文章《寻找咱中国自己的“霍金” 》: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个大师云集的舞台之上，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以及8位菲尔兹奖得主纷纷登台亮相。但作为这次大会的东道主，中国的数学大师们在这些国际巨星的映衬之下，却显得黯然失色了。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本土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呢？
首先是急功近利和惟考是取的人材培养机制，使得产生大师级人物的土壤严重沙化。我们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使得学生一个个都变成了“考试机器”，他们时时在为考分忙碌，整天在为“标准答案”分心，哪有时间去思考问题，去开发自己的兴趣。如此教育模式，最终将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以及创新精神悉数抹杀殆尽！即便是大学阶段，因为就业竞争因素的影响，使得大学生更多地考虑更现实的就业问题，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能找上一个好工作和如何能挣上更多的钱之上了。在此教育模式的导引下，师生双方均为“分数”而疯狂，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令学生考取学位，拿取文凭，并找到一份待遇高、有前途的工作。如此，知识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达到目的，就被弃置一边了。
    其次是学术研究投入乏力，学术殿堂犹如“鸡肋”，难以对人才形成磁铁效应。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1998年在接受《美国数学会通讯》采访时曾说：“中国数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研究人员待遇太低。”以当年度为例，数学院的正研究员月收入多者不过七八百元，即使混到院士的份上，月收入也不过一千五六百元，甚至不及一个出租车司机月收入的二分之一。故当欧洲的海森伯们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学问题之中而引发了物理学革命之际，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甚至还得为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而消耗脑细胞。靠学术殿堂如此的魅力，又如何能吸引来青年才俊呢？当然，近些年此类状况已大有改观，但距某些热点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待遇仍有不小差距，距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待遇就相差更远。
    再者是缺乏创新氛围，学界浮躁之气久飘难散。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由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许多科研人员再没了陈景润那“十年磨一剑”的精气神，而是热衷论文的数量多少和刊发级别高低，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一些研究人员为应付评审，干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正如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乐院士所说：“基础研究不能搞短平快，写10篇平庸的论文不如写1篇不错的论文，写10篇不错的论文不如写1篇突出的论文。”但一些管理部门做了投入以后，却希望马上看到成果，采取的评价办法又过于简单，仅仅看你发表论文的数量、院士的多少等。这种管理体制，滋长了这股浮躁之风。” 有如此风气的导引，不出优秀人才，不出重大成果，已不足为奇，就更别提诞生“中国霍金”了。
 朱新美在人民网9月05日议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作风，一发现什么新问题，就说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最近，又发生了一起运用体制做文章的事，让人感到有点无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的舞台，但中国数学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师在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而只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田刚应邀作1小时大会报告。8月22日的《南方周末》有文章说，实际上，田刚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光彩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数学家。
    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大数学家，有人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在前几年的表现是工资收入体制上，研究人员待遇太低，1998年，在数学院，正研究员的月收入最多为7、8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过1千多元，而一位出租车司机每个月可以挣3千元，这样一份收入，当然没法让我们的一些青年科学家尽心尽力研究，于是就有过这样的抱怨：每天考虑的是柴米油盐，上下班接送孩子，买便宜一点的菜和衣服。但是现在呢？助理研究员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员的收入达到了6000元左右。数学院还获得3000万的投资，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楼。办公条件好了，还是没有什么在国际上叫得响的成果，于是有人认为还是体制问题，管理部门要求论文的发表数量制约了基础研究。
     简单地怪罪体制是不恰当的，可以说，现在体制上的某些缺陷和存在的问题是上个世纪50、60、甚至是70年代形成的，而正是在那个体制有着存在严重缺陷的时代，却出了个陈景润。我们敬仰的陈景润先生就是在那个时代，坐在那6平方米的小屋中，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进行数学研究，从而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果。我敢肯定，现在最差的研究环境也要比陈景润好，可为什么没有产生陈景润第二呢？还是数学院副院长袁亚湘说得好，“现在数学研究的软环境还不如陈景润他们那个时代。”这恐怕就是出不了陈景润的根本原因了。这种“软环境”，我的理解是物欲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问题，二者不可兼得。

搞研究做学问要的是一种孤独的精神，越往上攀登同伴就越来越少，也正如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引用过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所说的：“即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他及陈景润先生的生活及取得的成就。要像霍金、陈景润那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他们那种研究境界却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必须达到的。如果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在眼下物欲横流的现实中，置五星级酒店、宝马奔驰、别墅草坪、桑那按摩于不顾的话，我想出几个陈景润还是有希望的。”

傅振国《放眼中国的数学星空》说:“例如，一些人的功利观点太重，数学几成冷门。学生和家长瞄准的是毕业就能赚大钱的专业。能像华罗庚、熊庆来、陈景润等数学家前辈一样，忍得住穷困，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了。而数学好像是在故意考验人们，连菲尔兹这样的最高级奖项，奖金也不过4000美元。
     学术考核评估机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一些单位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奖金、评职称挂钩，导致很多人去寻找讨巧的题目而回避原创性研究。缺少原创性研究，独创的东西不多，正是中国数学落后的“命门”。
    改革教育制度，培育科学精神，完善科研机制……都是复兴数学强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一天人民网文志传对一些教授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提出这样的看法:“ ……教授必须上课，因为这是构筑金字塔基础必不可少的工程。然而我们的确有些教授只做课题不上课，尤其不愿意上基础理论课，这不但不利于基础理论的建设，也不利于基础理论队伍的建设。“板凳要坐十年冷”，切莫热衷于上镜头、做广告，搞什么“自我宣传”。无论是霍金、纳什，还是华罗庚、陈景润，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如果他们急功近利，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吗？张恭庆院士直言不讳：上一届获得菲尔茨特别贡献奖的怀尔斯教授“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钻研7年才攻克“费马大定理”；这一次，拉佛阁也是花了近10年时间，才在“朗兰兹纲领”上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他确信：“一流成果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数学大师更离不开几代人的薪火传承。” 其他科学亦然。”
     网友朱新美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在眼下物欲横流的现实中，置五星级酒店、宝马奔驰、别墅草坪、桑那按摩于不顾的话，我想出几个陈景润还是有希望的。( 这句话很有现实意义。数学院副院长袁亚湘说得好，“现在数学研究的软环境还不如陈景润他们那个时代。”本人也认为这是中国鲜见世界级数学家的根本原因。
    回头再看一下数学家陈景润的研究事迹，我们发现陈景润先生真的是达到了“即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的境界。似乎大科学家都有这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学习吗？
在此，我们要感谢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国所作的成就，正是因为他们艰苦的奋斗取得的“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才真正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我们除了感谢这点外，还应感谢他们为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被称之为“两弹一星”的精神。”
有人却说难道不是体制问题吗？:”对于《中国鲜见世界级数学家是体制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不同意，也很反感，我认为这里根本不是在论证一个问题，而是在用意识形态给别人戴帽子。如果说这篇文章认为不能啥事都扯到体制问题上，那我又要问，为什么不考虑体制因素？
    不说别的，就说我国难出大家这件事，如果收集的信息充足，并且能够做一些比较，那么就很能看出，中国的体制问题实在是不容忽视。以前不是有报道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科研人员，在国内搞不出什么名堂，可是一到国外，成果就出来了。还有报道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留学国外的人员不回国，有人专门对此作了采访调查，结果很多被采访调查的留学人员说，国内缺乏科研的氛围，难出成果。在国内往往是各种应酬会议等等多的不计其数，于是乎研究人员很难有心思和时间潜心研究，而在国外，研究的环境宽松，研究人员愿意投入到研究中去，甚至吃饭睡觉都在考虑问题。这么看来，我不知道上述问题是不是体制问题。
   我明白上文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想把责任推到研究人员个人身上去。可是我就不明白，同样的人，在国内国外两个不同的环境下，结果会差别那么大？！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的科研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我们很多科研人员究竟所干的有多少是分内的事，以及这些人“不务正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讲，我认为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是难以站住脚的，因为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这，难道与体制无关吗？
    上文厌烦啥事都扯到体制上（原文话：“体制成了一个筐，什么烂事丑事无能的事都可以装进去”，“体制问题成了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挡箭牌”），明眼人一看，这就很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呜呼！我不想多说了，我想这个世界终究是竞争的世界，而竞争是残酷的，既然不愿意去找自己体制的毛病，那么当然就只有等着吞咽失败的苦果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家也是人，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科学家中男性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男性所承受的社会责任和压力远大于女性。文章中所举的陈景润是极其特殊的例子，陈景润的个人问题的解决也是依靠组织帮助的，试问现在还有那个小伙子肯象陈景润那样孤守清平？
     我们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所以要求我们做到与时具进。社会的现实是没有人肯在现在的条件下“卖力”了，读书好的人不是出国就是谋一高薪职位。如果社会条件好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肯去做这件事呢？”
     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中学高级教师 黄敬川《我国不可能出世界级科学家的原因》 : “我们都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最了解。有些单位的技术尖子，要么被“提拔”当了官，荒疏了业务，要么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要么跑到外国去了。您说，我们能够出世界级的数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对一些想要深入了解纳什的数学工作的读者, 请看新书: ”The Essential John Nash”

Edited by Harold W. Kuhn and Sylvia Nas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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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纳什的均衡理论在经济数学的应用的读者, 请看
Milnor, J. “A Nobel Prize for John Nash.”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17, no. 3 (1995): 11–17. 
Myerson, R. B. “Nash Equilibrium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1999): 1067–82. 

Rubinstein, A. “John Nash: The Master of Economic Modeling.”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7, no. 1 (1995): 9–13
